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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圣人出，黄河清”，这句老话反映了几千年农耕社会的中国百姓对

政治清明、民生安定的美好愿望。可以做两种解读，一是只有出了圣人河才能

清，一是河清了才有圣人出。无论哪一种，都是皇权圣明的标志。于是治河就

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事功和梦想。 

及至“东方红，太阳升”，治河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新体制的优越性之一，

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治河当然是大事，于是三门峡、三峡工程横空出世

。 

主事者的初衷是兴利除弊。问题在于，民主其表、集中其里的“民主集中制

”能不能保证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力即真理”的

原则，应用于经济和科技领域，就表现为“真理服从权力”、“外行领导内行”。 

道理很简单，就是把一切问题归结为政治。这才是“外行”们熟悉的领域，

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不论多严谨的科学论断，都会败下阵来。三门峡论证时持

正确意见的黄万里和温善章等就是如此。结果是“六月债，还得快”，竣工之日

就是报应之时，批评者的警示应验了——丰功伟业的纪念碑变成了政治正确的

劣迹。 

被祸害的是国家，是百姓，是锦绣山川和子孙后代。肇事者无人受到追究

，有些甚至得到了升迁，继续主持工作。倒是那些持正确意见的科学家因为坚

守学术良知“抗上”而遭到贬斥、打击。如此是非颠倒、奖罪罚功的体制怎能不



导致悲剧重演？ 

如今，耗资巨大的三峡大坝伴随着争议与质疑竣工，其利弊几许、吉凶如

何会日益显现。其实，多数疑虑者并非出于对地质、水文、气象等专业知识的

了解，甚至看不懂那些术语、数据，他们是从铺天盖地的宣传、一边倒的颂扬

、对反对声音的压制以及不断追加的投资、一再扩展的移民，甚至灾害、环境

、气候的切身观察中，萌生了不安。以往的教训历历在目，他们不再信任权力

和“权威”。 

无论功罪，历史都会记录在案。主其事者既推行操纵于前，就不得推委搪

塞于后，敢做敢当，才是对历史负责。否则，史书岂不是成了一本糊涂帐？ 

三门峡和三峡没有成为圣出河清的象征，却留下了种种不可预测的隐患。

质疑者的预言又一次被罔顾、被应验、被“遗忘”。但历史终将证明，他们是民

族的良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性和科学的尊严。 

本文是黄万里先生交给律师的一份诉讼材料，由于一时难以立案和黄先生

不幸辞世等原因，未能成讼。我们刊载于此，作为历史的备忘录。 

 

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  

 
《中国水利报》和《中国水利》月刊发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

电力）部老部长钱正英 l999年 9月 24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 50周年大会题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 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长篇讲话，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其中第三节“经验与教训”部分约占全文的一半篇幅，主要论及关于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

峡等有关问题。经详细拜读，并查找有关史料，发觉其问题的奥秘，在于她意欲借机推卸

其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中所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人们很难想象，《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从 1992年 4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

议通过至今即将八年，举世瞩目的超大型三峡工程轰轰烈烈正式开工兴建也已五年多，而

原来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钱部长，却忧心忡忡地提出：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

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

……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



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

值得非常重视。”还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

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 
我们不禁要问钱部长，在 1990 年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在 1992 年提请全国

人大审议三峡工程时，你何不“实事求是”地交代这些情况？而让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代

表们在片面宣传的形势下同意三峡工程上马，出了问题你该负何责？ 
钱正英部长还说：“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今天我们不得不郑重指

出的是，早在 13年以前的 1987年和 11年以前的 1989年，我们几人作为持不同意见者会同
众多专家、学者，曾就有关三峡工程的综合论证和专题论证，先后合作编著出版了《论三峡

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对有关三峡工程的诸多重大问题（包括

钱正英部长担心的泥沙、移民和库区污染问题），都作过深入透彻的调查研究和具体建议。

但当时主持论证的钱部长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当第一本书将问世之时，有消息传来，说“有关主持论证的领导，不满意你们出这本

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主管论证部门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 册）新书，也不准让
新华书店公开发售。”这是通过当时的李鹏代总理给国家计委领导对我们所施加的巨大压

力。当然这是难于令人容忍的。经过我们据理力争，名正言顺地进行了合理的申辩后，这

本书总算于 1987年 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此书出版发行后，舆论界、学术界反映之热烈
出乎意料。首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书评，并冲破层层封锁，发表了众多的“反方意见”。 

在第二本书《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出版后不久的 1989年 9月，三峡工程论证领
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又写信给国家计委党委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

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

。”好在国家计委党委领导相当客观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封信虽则并非钱部长亲自撰写

，但却反映了在她直接领导下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内，竟有人企图使用以政治棍子整

人的伎俩。而并不象钱部长今天所说的那样“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要怕别人提出问题

，就怕别人看到问题不提……。如果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就不怕人家提问题，问题早

提有好处，可以避免错误。”按照钱部长今天所说的，那么，十多年以前在三峡论证过程

中针对钱部长现在所担心的三个问题提出的正确意见，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横遭诬陷打

击。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今天对此该如何正确看待呢？ 
历史有时候真会对人开玩笑。 1992 年 3 月 17 日上海《文汇报》以整版篇幅详细刊登

该报记者对“钱正英的访谈录——三峡工程的前前后后”，这是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

过“三峡工程决议案”的前夕，钱部长成竹在胸，满怀信心地对记者侃侃而谈。在结束访

谈时并激动地说：“啊呀！我跟你讲，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

就挨一次骂。这一次，我开始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

你做了那么些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

的头不足以谢天下。’”钱部长对那时这种慷慨悲歌与豪言壮语，今天又该作何感想！？ 
现在，我们拟分别就钱部长提出的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峡等主要有关问题作以下商榷

。 
 

一、关于如何正确吸取三门峡工程改建的经验教训问题 
 

在提到 1955年黄河规划要建“三门峡高坝大库，全部拦蓄黄河泥沙，从而把黄河一劳
永逸地变为地下河”时，钱部长说：“挖私心来讲，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小算盘，那时水

电和水利是分开的，水电是电力部，水利是水利部，三门峡这个项目马上就要上，为了争



取三门峡的领导权，就是三门峡归水利部主管，还是归电力部主管，我们的调子也高了，

都赞成搞三门峡了。当然也有认识上的问题，尽管有些怀疑，但是大家都相信，所以也相

信了。” 就是说，为了争取三门峡建设的领导权，尽管还有怀疑也就相信了。 
1956 年在审查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初步设计时，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低坝滞洪排

沙方案；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刷沙出库；曾参加黄

河规划的水文水利专家叶永毅提出初期利用底孔排沙的运用方式等，都未被采纳。看来，

钱部长对于“争取领导权”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对于工程建设中的重大不同意见，并不

是像今天那样的“彻底唯物主义者”。 
三门峡工程于 1957年 4月开工，l960年大坝建成，在堵塞导流底孔开始蓄水后，就发

现库区泥沙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胁到西安市的安全。经陕西省强烈反映，水利电

力部于 1962年和 1963年召开了两次三门峡问题座谈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总理于
1964 年召开治黄会议，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经反复研究，下决心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
由高坝大水库蓄洪拦沙改为低水位滞洪排沙。周总理还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

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指温善章），当时会议上把他批评得很厉害。要登报声

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随即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在岸边开挖两条大隧洞和利用四条发电引水钢管，进行

泄洪排沙。但因隧洞进口和发电引水钢管的位置较高，泄洪排沙能力不足，洪水期水库水

位难以下降，库区泥沙仍在继续淤积。于是又进行第二次改建，将己被堵塞的位置较低的

导流底孔，在水下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再行打开，以尽量增加低水位时的泄洪排沙能力；同

时降低发电进水口，以便在低水位下发电。这样才使水库水位得以下降，进行有效的泄洪

排沙。 
三门峡工程自改建以来，经过降低水位畅泄，至今潼关以下峡谷库区经冲刷趋于冲淤

平衡；但在三门峡大坝上游 114公里的潼关卡口，曾被淤高 5米左右，迄今尚未冲掉，形成
二级坝；潼关以上还在继续淤积，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从三门峡工程的实践可明显看出，

水库泥沙淤积起来很容易，但在水库上段淤积后再要想冲掉就很难。 
长江三峡的泥沙虽然没有黄河多，但也不少，居世界第三位。而且长江上游的泥沙比

黄河下游的泥沙粗，还有沙砾卵石，更加易淤难冲。在水库上段淤积后再想冲刷掉将更加

困难。 
黄河三门峡工程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中一个严重的规划决策上的失误，对水库泥沙淤

积和淹没损失移民问题太不重视，事前不听取不同意见，在兴建后又被迫反复改建，浪费

了大量资金，给库区人民造成很大困难。原设计水库水位 335 米时估算的移民数为 21.9 万
人，现在包括库区塌岸和高水位迁移后返迁人口，共达 56万人。而其结果既解决不了黄河
下游的防洪和泥沙淤积问题，还要因此兴建耗资几百亿元的小浪底工程；对上游则增加了

泥沙淤积和洪涝灾害，经验教训甚为深刻。 
规模巨大的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泥沙淤积还将影响重庆港的航运，水库淹没移民更多

，库区污染问题更为严重，理应认真吸取三门峡失误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再犯更

大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三峡工程论证时，曾对三门峡提出降低水库水位排沙方案，经周总理指

出“他对了，我们错了”的温善章未被邀请参加；他所提出《对三峡正常蓄水位的建议》（

载《能源政策研究》l996 年第 1 期），建议三峡采用正常蓄水位 160 米，坝顶高程 165 米
方案，泥沙淤积可不影响重庆市区，还可减少移民 50万人，也未予理睬。 

三峡工程论证时邀请了清华大学好几位老教授，就是没有邀请对三门峡工程曾提过正

确意见的黄万里教授。 
曾对黄河泥沙有深入研究的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前所长方宗岱，也没有让他参加泥沙专



家组，他在防洪专家组提出的泥沙淤积将威胁重庆市防洪安全的意见也未被重视。 
以上情况显然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1986]15 号文对三峡工程论证所要求的“广泛组

织各方面的专家”，“广泛征求意见”相违背的，也是不利于吸取黄河三门峡工程改建的

经验教训的。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钱部长竟是今天钱部长的反面，今天所说的最漂

亮的话，也洗刷不了那时极力“压制不同意见的责任”。 
 

二、关于如何正确看待“文革”前对三峡工程的态度问题 
 

钱正英部长为了表示她一贯正确，所以特别强调说：“我个人的观点，长江规划肯定

要以三峡工程为主体，但是我在‘文革’以前一直不主张上马，认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

”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1958 年 2 月末 3 月初，周恩来总理带队到三峡考察，在船上听取

各有关方面意见。当时明显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方是林一山，主张长江流域首要任务为

防洪，首先要在长江干流上建三峡大水库；另一方是李锐，主张要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先支

流后干流。有记录在案的钱部长的发言，则是明显支持林一山而反对李锐的。她说：“我

过去是支持林一山同志的”，“这次林一山同志提出的报告也是对的”；“李锐同志提出

争论的意见，我认为是属于一棍子打死”，“今天李锐同志刚才的批评，仍有些过分的地

方”。钱部长所支持林一山的主要观点是“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

的。” 
在这次查勘三峡后，中央成都会议 1958年 3月 25日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

流域规划的意见》中，在“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后面，加了一句“但是要防止在规

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这是对片面强调三峡工程的明确批评

。 
在 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了 30多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三

峡工程没有赶上这个大浪潮。 接着就是“反右倾”、三年灾害、调整巩固，在“文革”前
才都不谈三峡了。 
 

三、关于如何认识三峡工程论证中的重大问题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考虑要上三峡工程，但规
模太大，移民太多，难以兴建。在小平同志的授意下，万里副总理等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领

导，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李鹏等，于 10月 7~8日赴宜昌查勘三峡，听取长办关于三
峡工程情况的汇报。回北京后初步提出正常蓄水位 150米的低坝方案。11月 24日国家计委
向小平、耀邦、紫阳、万里、依林等领导同志汇报《关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问题》

时，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小平同志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

动摇。” 
长办在过去研究三峡工程各种高低蓄水位方案的基础上，于 1983年 3月编制完成的《

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 150米可行性报告》，坝顶高程 l65米，利用超蓄水位至 160.7米
，可防御百年一遇洪水保护荆江大堤的安全。装机容量 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 650亿千瓦
时，水库移民 33.3万人。 

1983 年 5 月由国家计委召开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议，领导小组有国务院副
总理姚依林、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及有关部委领导包括钱正英、林一山等 16人，邀请参加
审查的各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约 350 多人。经过审查讨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宋
平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领导小组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拟向国务院建议批准 150 米正常蓄



水位、165米坝顶高程的方案。 
后来，水利电力部由钱部长签发于 1984年 2月 15日以（84）水电计字第 61号文报国

家计委并报国务院《建议立即着手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列出了长办研究过

的正常蓄水位 150米、160米、170米、180米、200米等各种方案，经部党组讨论提出了几
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正常蓄水位应定在 180米以上；第二种意见是在 150米基础上作适当
调整，将大坝加高 10米，将来如移民顺利，可抬高蓄水位至 160米；第三种意见是在前两
种意见中取一个中间方案，即正常蓄水位定在 l70米左右。并说“一致认为，三峡正常蓄水
位的选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事关重大，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布局，不是在一个部

范围内可以看得清楚的，必需由中央纵观全局、权衡利弊作出决策。” 
1984年 4月 5日国务院以（84）国函字第 57号文原则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指示：“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 150米，坝顶高程 175米设计”（即同意水利电
力部 2月 15日报告中所提第 2种意见）。 

重庆市 1984年 10月提出不同意见后，l985年 2月中央、国务院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
国家科委协助，组织有关方面进行关于三峡工程水位方案的论证工作。1985年及 1986年上
半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组织了全国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水利电力部）的设计研究单位、

高等院校的专家们，成立了三峡工程综合评价组，对三峡工程进行了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

，先后于 1985年 9月和 12月召开了规模较大的三峡工程综合评价专题论证会和经济评价讨
论会。 

钱部长说：“最后到 1986年几经周折，决定要我组织重新论证。”不知为何几经周折
和经过什么样的周折，中央和国务院又要求水利电力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而不要国家计

委和国家科委继续组织论证了？同时，水利电力部的领导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 1984年 2月
15 日报告中所说“三峡正常蓄水位的选择，不是在一个部范围内可以看得清楚的，必需由
中央纵观全局，权衡利弊作出决策”的态度，而从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手中接过三峡工程

论证这个领导权！？ 
钱部长领导三峡工程论证于 1989 年结束，但“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 她最

担心的三个问题的事实究竟如何？现分述如下： 
 

（一）泥沙淤积问题 

 
1984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鹏就提出：“泥沙淤积是否会影响重庆航运的

问题，要做出负责的结论，有了明确的回答，工程才能正式开工。”        1985年 5月 8
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李鹏又说：“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领

导同志最关心这个问题（泥沙淤积碍航问题），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而且要经得起历史

的考验。三峡能不能上马和开工，取决于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而在三峡工程

已经开工五年多的今天，主持论证的钱部长却说“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还是要经过

实践的检验。” 
1971年 6月 23日周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严肃指出：“长江是一条大河流，不

能出乱子。如果航运中断了，坝是要拆的，那就是大罪。那和黄河不一样， 黄河不通航。
”l972年 11月 9日周总理又说：“长江上如果出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要载入党史的问题。”查这两次谈话记录，钱部长都是在场的。时至今日当不至无动于衷

！？ 
在三峡工程论证时，明知“低水位方案（150、160 米）水库淹没损失和移民及工程投

资都较小；泥沙淤积问题较清楚，解决措施较有把握；工程效益也都有相当规模。高水位



方案（170、180 米）水库淹没损失和移民数量大；泥沙淤积已不同程度的影响重庆市区、
港区和嘉陵江口”。不少参加论证的老水利水电专家，如施嘉炀、张昌龄、覃修典、李鹗

鼎、罗西北、黄元镇、陆钦侃、何格高、张启舜等都提出采用较低方案的意见。而领导小

组为何就是不听这些专家的忠告，却坚持较高的 175米方案？ 
再者，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于 1988年 7月所作《l954年大水三峡 175米方案对重庆

港区影响的试验研究》，结果显示，重庆港区主河槽基本被淤死，再经两年冲刷已难以冲开

的严重碍航情况，已说明 l75 米高方案泥沙淤积问题的严重性。难道非要在三峡水库真正
酿成巨大祸害才行吗？ 
 

（二）移民与环境问题 

 
关于水库移民与环境问题，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研领导小组 1985年所作

《三峡工程不同蓄水位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初步论证报告》的结论说：“三峡大坝兴建后对

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衡量，180 米方案所带来不利影响要大些，问题要复
杂些，也较难于对付，而 150米方案较为稳妥些”。 

三峡工程论证时所邀请的生态与环境专家组顾问候学煜、马世骏和专家陈国阶，以及

特邀顾问孙越崎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等，都曾指出三峡库区大量移民和淹地，是超

过了本地区环境容量许可的。而三峡工程论证的结论，却认为“库区移民环境容量研究结

果表明，淹没涉及的各县（市）都有潜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市）范围内统筹安排解

决。”然而，近几年的移民工作实践则恰恰相反，并已充分证明“三峡库区农村土地容量

严重不足，必需进行外迁。”并已不得不作出安排 l2.5万人迁到 11个省市的决定，势将大
大增加移民难度和移民费用，也不利于移民迁出区和移民迁入地的社会稳定与安定团结。 
 

（三）库区污染问题 

 
l992 年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时，重庆市人大代表强烈反映，三峡蓄水位 175 米，淹

及重庆市区所有排水口，污水排放的流速降低，岸边污染物浓度升高，环境污染严重。51
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请求专题研究与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与环境影响的议案》

，不应没有交代。 
今年“两会”期间，四川、重庆许多代表、委员谈起对三峡库区严重的水污染无不非

常激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陈万志说，必须在成库

前整治沿江城镇污水和垃圾污染，防患于未然。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

记朱天开说，我们不能让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不能让长江成为像海河、淮河那样污染严

重的河流。全国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姚峻谈到长江上游水质污染严重状况时说，据统计

，四川省、重庆市年污水排放量达 30多亿吨，而年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到 4亿吨，加上长
江干流上十多万艘船舶的油污、生活污水都排放江中，使长江水质不断恶化。同样威胁长

江水质的还有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沿岸堆积固体废弃物。报纸报道的标题是：“长江快变成

下水道了！” 
如按三峡初期蓄水位 156 米，则上述泥沙淤积、水库移民、库区污染等困难问题都能

得到缓解。与高蓄水位 175 米相比所差防洪、发电、航运效益，都可从支流水库得到补偿
。在三峡论证中是否还存在中央成都会议所批评的“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

代替一切的思想”？ 



 
 

四、关于长江防洪的指导思想和责任问题 
 

1998 年长江刚遭受大洪灾，而钱部长在这长篇讲话却避而不谈长江的防洪问题，显然
是不应该的。 

查水利部于 1980年 7月 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 80号文《关
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
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 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
，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 

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 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
8月 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 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
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 1995 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
1998 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
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

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 
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 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

水比 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
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 年
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 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 354
万亩，受害人口 23l 万人，死亡 l526 人，倒塌房屋 212 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
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李锐在“谈 1998年长江洪水问题”一文中提出：“我在 1982年 3月向中央领导同志写
的一份意见书中谈到，水利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多年来存在以下问题：（l）江河防洪标
准要求过高；（2）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3）重水库蓄洪，轻湖泊洼地分洪、滞洪；
（4）重蓄轻排，重水库轻堤防与河道整治；（5）重防洪轻除涝。”李锐在意见书的末尾，
还具体建议“水利工作应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莫护短，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走上正道。” 
我们很同意李锐的建议，50 年来，新中国的水利工作特别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工作

究竟取得了什么样宝贵的经验教训，实在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总结。这样的总结，理应是

集体的，即使是个人的回顾，也应当是全面、公正、客观的，决不容许借口总结经验教训

，而掩饰、逃避个人的责任。这样攸关若干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国家大事，并不是个人坐班

房、砍脑袋的私事。作为长期主管水利部门的老部长确实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了。 
三峡工程如果不考虑初期蓄水位 156米运行而封堵底孔，就提高到 175米高水位。那么

，问题的严重性将导致后患无穷。为了对子孙后代切实负责，主管当局的确应予充分重视

并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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